
  

当代分析哲学中的一种实用主义观点 

〔美〕 R.罗蒂/文李红/译 

 
这篇论文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我所喜爱的科学哲学家法因（Arthur Fine）的观点。法因因其在当代
哲学的中心问题——实在论和反实在论之争中所坚持的立场而闻名。他认为，我们既不应该是实在论者也不应
该是反实在论者，一切实在论和反实在论之争都应被取消。在这个问题上，法因与我所青睐的语言哲学家戴维
森、布兰顿（Robert Brandom）的观点一致。我认为在此取得的越来越多的一致标志着向一个新的哲学世界的
突破。在这个新的哲学世界中，我们不再认为思想或语言包含了对实在的表象。我们应当从自笛卡尔以来就统
治着哲学领域的主—客体问题中解脱出来，从自希腊以来伴随着我们的现象—实在问题中解脱出来。我们不应
当再受认识论和存在论的诱惑了。 
论文的第二部分比较简短，它由一些简略的、断断续续的、独断的论题组成。这些论题表明，我们有必要放弃
“哲学方法”和“哲学问题”这些纠缠不清的想法。我认为这些观念的流行是哲学过于专业化的一个不幸后
果，这损害了自康德以来的这一文化领域的形象。如果接受非表象主义的（non represenationalist）思想
和语言观，那么就会在黑格尔的历史主义的引导下远离康德。 
历史主义并不适用于如下思想：存在着反复出现的哲学问题，哲学家们使用着各种不同的方法去解决它们。我
认为对哲学史的这种描述应该为另一种说明所代替，根据这种说明，哲学家与其他知识分子一样为重新描述人
的处境提供了富有想象力的建议，他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用以谈论我们的希望和畏惧，我们的抱负和前
景。因此，哲学的进步并不以所解决的问题为标志，而在于这种描述的日益完善。 

一 
法因在其著名论文《自然存在论态度》开篇就宣告“实在论已死"。在此文的脚注中，法因对实在论和有神论进
行了富有创见的类比： 
支持实在论的理由似乎只是帕斯卡所说的那些理性并不熟悉的“内心的原因"（reasons of the heart）。的
确，我一直认为对实在论的信仰包含了一种深层的信仰跳跃，这与激发神秘的宗教信念的信仰完全相同……我
认为，当实在论者最终不再假装地为其信仰提供根本不存在的理性支持时，这种对话将会更加富有成效地进行
下去。那时，我们大家都可以欣赏实在论者的那些难以理解但偶尔也不失精彩的哲学建构（如知识论、指称理
论等等），虽然对于我们这些不信上帝的人来说，这些理论建构看起来不过是空中楼阁而已。① 
在那篇《反独裁主义的实用主义》② 一文中，我试图拓展法因的这种类比。我认为，对实在论的顶礼膜拜可以
看做是宗教怂恿人们拜倒在非属人（non human）的权力面前的一种启蒙主义翻版。“远离人的需要和利益而
在其本身中存在的实在（Reality as it is in itself）”这个术语是另一种谄媚的上帝之名。在那篇文章
中，我认为，物理学比道德使人更接近实在的思想，是牧师的宣讲比俗人更接近上帝这一说法的现代翻版。 
同样，在当代哲学中我看到了表象主义者和反表象主义者之间的巨大分野，表象主义者相信存在着非属人的实
在的内在本质，而人有责任来把握这种本质。我认为席勒③ 在这个问题上遵循了正确的路线，他认为“实用主
义……实际上只是将人本主义应用到知识论中。”④ 我这样来理解席勒的观点，这种人本主义主张人们只是在
彼此之间才相互负责，因此要求放弃表象主义和实在论。 
表象主义者必然是实在论者，反之亦然。因为实在论者相信有一种而且只有一种世界自在存在的方式，而且认
为，在文化中有一个“硬”的领域可以揭示世界的这种存在方式。这些“硬”的文化领域中包含了有待发现的
“事实真相”（facts of the matter），而那些相对较“软”的领域则没有。相反，反表象主义者相信，科
学进步与道德进步一样，都是不断地发现丰富人类生活的更加有效的方法。他们没有将文化领域划分为“硬”
和“软”两个领域，这不同于社会学中的罕有争议和极富争议的话题之间的区分。实在论者认为反表象主义者
就是反实在论者，但这种看法实则是将放弃“硬—软”的区分与鼓吹普遍的软领域混为一谈了。 
没有悲悯之情（pathos），知识分子就无法生存。有神论者在人与神的距离中找到了这种悲悯之情，实在论者
在横亘在人的思想和语言与实在本身的自在之间的深渊中找到了它，实用主义者在当代的人性与乌托邦的人类
未来之间的鸿沟中找到了它。在乌托邦式的人类未来中，那种为我们人类同伴以外的事情负责的想法变得不可
思议，由此产生了第一种真正的人本主义的文化。 
如果不喜欢“悲悯之情”这个词，那么也可以用“浪漫之情”（romance）这个词来代替，或者用内格尔
（Thomas Nagel）的“超越性的抱负”（the ambition of transcendence）也未尝不可。关键是要看到当
代哲学中的实在论和反实在论双方都试图满足一种以前为宗教所满足的迫切要求。历史表明，我们不能通过使
用论证来决定哪一种形式的悲悯之情更好。无论是实在论者还是对手反表象主义者，都永远不能提供一种一劳
永逸击败对方的论证，就像启蒙的世俗主义也拿不出这样的论证来反对有神论者一样。正如法因给出的正确建
议，对悲悯之情的选择是由一个人的内心深处的原因来确定的。 
实在论者坚信，必定存在着一种人类所依赖的非属人的权威，这种信念长期以来成为了西方世界的常识。这是
苏格拉底、路德的共同信念，也是那些宣称热爱真理的无神论的自然科学家、标榜自己热爱耶稣的基要主义者
（fundamentalist）的共同信念。在我看来，通过重构编织西方文化的公共信念和欲求（desire）体系来放弃
这种实在论的信念，倒是一个不错的想法。但是，这需要花费几个世纪甚至几千年的时间。如果这种重构能够



实现的话，这将使得我们每个人成为通情达理的证实主义者（verificationist），不再热衷于当今的实在论
者和有神论者所追求的这种直觉知识。 
为了把握求助于内心的原因的必要性，试考虑有神论者被告知宇宙论证明所使用的“上帝”一词只是我们的无
知的代名词；再考虑实在论者被告知他对科学成功的说明无异于莫里哀（Molière）作品中的医生对为什么鸦片
会促进睡眠的说明；再试想比如是塞尔（John Searle）告诉实用主义者，说他们的证实主义混淆了认识论和
存在论。也许这三者不会因为这些自称击败了他们的论证而苦恼。即使他们承认其对手的论点是不可驳斥的，
但他们也可以满足而正确地评价道，这些论断产生不了确信（conviction）。 
通常认为，通过显示上帝概念中的矛盾可以驳斥宗教，同样，通过表明“实在的内在本质”和“符合”观念中
的矛盾可以驳斥实在论，通过指出实用主义者习惯于混淆认识和存在来反驳实用主义理论。但是，如果一个人
在表达自己对事物如何结合在一起的理解的核心观点时，习惯于使用“上帝的意志”或“独立于心灵的世界”
一类的词，那么就不大可能说服他，让他承认所使用的有关概念是矛盾的。同样，任何实用主义者都不太可能
确信，关于某种真实的但人类语言却不能描述、人类心灵不能认识的实在的概念能够自圆其说。一个概念毕竟
只是对一个语词的使用。使用频繁和受人欢迎的语词和语句并不会仅仅由于其使用者被逼入严重的话语困境
（tight dialectical corners）而被抛弃。 
当然，一些语词及其用法的确会被废弃。但这是因为出现了更吸引人的语词或用法。至于近几个世纪以来宗教
在知识分子中正在衰败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有神论者理论中的固有缺陷，而是由于人本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在
这一点上法因正确地指出，实在论在哲学家中几近消亡的原因在于一种文化的吸引力，后者的人本主义特性比
启蒙运动最不幸的遗产——傲慢自大的科学主义所产生的文化更深刻、更无所保留。 
正是基于以上这些原因，我并不想重复法因对实在论者的指责，即和有神论者一样，实在论者缺乏对其信念的
“理性支撑”。“理性支撑”的思想并不适用于（apropos）建议保留或废除直觉或希望，这些直觉或希望与有
神论者、实在论者以及反表象主义者所追求的信念同样深刻。正如詹姆斯在《信仰意志》（The Will to 
Believe）中正确地指出的，在论证总是失效的地方，内心的原因就将而且应该大行其道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人
的心灵总是拥有同样的理由，追问同样的问题，期待同样的答案。世俗主义的与日俱增，亦即越来越多的人发
现有神论并不是像詹姆斯所说的那样，是“一种活生生的、重大的、不可避免的选择”，就是内心的可塑性
（malleability）的见证。 
只有实现了我乐观地设想的从科学主义到人本主义的文化转变，我们才能够实践法因的建议，就像欣赏美景那
样欣赏难以理解的理智作品如《反异教大全》（Summa Contra Gentiles）或者《命名与必然性》。或许有一
天对我们来说实在论不再是“活生生的、重大的、不可避免的选择”。如果那一天来临，我们会认为关于独立
于心灵的实在的问题和三位一体的问题一样具有一种神奇的魅力。我们的后代也许会生活在我所希望的文化
中，关于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哲学文献将会得到美化（aestheticized），如同我们今天对中世纪关于共相的
存在论地位的争论所进行的美化一样。 
达米特（Michael Dummett）认为，许多传统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归结为这样的问题，即哪些真语句因“事实”
而为真，哪些假语句因“事实”而为假。这种思想利用了柏拉图的一个最不好的思想，即我们可以将文化分为
硬和软两个领域，在前者中会遭遇和承认非属人的领域，后者是我们自己依赖自己的领域。这种将文化分为硬
和软两个领域的尝试，是我们最为熟悉的对希望的当代表达，即除了人类同胞之外，还有人类要为之负责的某
种东西。一种硬文化领域的观念也就是这种责任极其明显的领域的观念。达米特认为许多哲学争论一直而且应
当继续围绕什么语句是二价的问题而展开，这就相当于说，哲学家们具有一种特殊的责任，即确定硬的领域止
于何处，软的领域始于何方。 
法因的大量工作都致力于怀疑这种划界的需要。在科学哲学家当中，法因是对奎因 “科学哲学就是一切哲学”
的傲慢主张抨击最甚的人。法因认为，科学并不是一种以富有哲学旨趣的方式而不同于其他文化领域的特殊存
在，这种思想与戴维森和布兰顿试图使所有真语句在所指上彼此等同，从而取消软硬界限的思想相呼应。法
因、戴维森和布兰顿的思想有助于我们理解如下思想：如何不再将理智的进步看做越来越紧密地符合非属人的
世界。他们的思想帮助我们将理智的进步描述为：我们在那个非属人的世界的推动下，通过我们如何才能更好
地得到我们所需的方式，重构我们的信念和欲望体系。只有当我们放弃了“你认识了真正的对象还是只认识了
其中的某种现象？”这样的问题，而代之以“我是否在对自身的处境进行着一种最可能的描述，或者我能否拼
凑一种更好的描述？”这样的问题时，我所设想的那种完全的人本主义文化才会出现。 
法因的“自然存在论的态度的诸篇论文”（“NOA papers”）⑤与戴维森的看法（认为我们无法适当地利用
“独立于心的实在”的概念）和布兰顿的见解（试图以塞拉斯式的方式将意义和指称解释为社会实践之参与者
的权利和义务的功能）甚相契合。在我看来，这三位哲学家的思想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反表象主义的哲学运动的
宣言，体现了我所勾画的充满人本主义的渴望。 
不过，我偶尔也会在法因的作品中看到这样的一些段落或片段，它们妨碍了我调和他们三位的努力，如法因的
《自然存在论态度》中的下面这段话就让我犹豫再三： 
当自然存在论的态度劝告我们去接受科学的结果为真时，我是这样理解的：我们要以通常的指称方式对待真，
这样，一个语句（或陈述）是真的，当且仅当被指称的实体存在于这种指称关系中。因此，自然存在论态度认
可普通的指称语义学，并通过真而向我们承诺了个体、属性、关系、过程等等——这些都是根据我们承认为真
的科学陈述而被指称的。（第130页） 
这段话使我不能确定法因是否认为，我们接受为真的所有语句，既包括阅读了文学批评作品之后接受为真的语
句，也包括阅读了科学文献之后接受为真的语句， “只是在被指称的东西处于指称关系中的情形下”才为真。
在这个问题上戴维森的态度更明确一些。他认为，句子“坚韧使声名永垂”（Perseverance keeps honor 
bright）⑥ 的成真的条件便是如此，“猫在席子上”和“F＝MA”以及其他真语句成真的条件亦复如是。但是
戴维森之所以这样认为，部分原因是他并不认为指称与存在论承诺有关。存在论承诺对他来说没有意义，就像
语句分别由于世界和由于我们而为真之间的区分对于他来说没有意义一样。 
唉，可惜的是法因好象使用了存在论承诺。我确实怀疑他与“日常指称语义学”有干系，因为他认为接受这种
语义学有助于决定接受什么样的存在论承诺。但是如果他放弃这种使人遗憾的奎因式的思想而不是试图复兴
它，会更符合其思想体系的主流。法因曾谈到，自然存在论态度“试图让科学为自己说话，而且它相信通过自
己固有的能力能够获得信息，而无需依赖于形而上学或认识论的辅助”。因此，我非常想问法因，为什么你想
扯上像“日常指称语义学”这样的符号学的助听器？法因建议我们不要再试图“将真看做是实质性的东西”，
某种能够“限制合法的人类渴望的东西”。⑦但是，如果接受这种建议，那么我们是否仍然还像法因那样愿意
说“通过真理向我们承诺了存在”诸如此类的话呢？ 



存在论承诺的思想是法因应该放弃的思想，为了证明我的这种看法，我引用了另一段法因对宗教和实在论之间
的相似性所做的富有启发的评论。“你信仰X吗？”——如电子、恐龙和DNA？法因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我
对待这种信仰问题的态度是，或者接受这些东西，或者怀疑作为其理论基础的科学。”（后记，第184页）“但
是‘信仰’是否就意味着它们实实在在、千真万确地在世界中存在呢？”面对这种异议，法因的答复是，他不
能确信所信仰的东西一定存在。他还指出，“那些相信上帝存在的人也并不认为，那就是他们的论断中所包含
的涵义，至少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实实在在、千真万确地在世界中存在’。” 
我是这样来看待法因的这种类比的：未曾进行过质疑和哲学思考的宗教信仰者无需区分他们实际上对上帝的谈
论和他们对上帝的信仰。说他们信仰上帝和说他们习惯而认真地谈论什么，这是以两种方式在说同一个东西。
同样，对于一个物理学家来说，说他相信电子的存在和说他并不质疑在对电子的讨论背后的科学，也是谈论同
一事情的两种方式。信仰不能算是不加怀疑的态度的理由，反之亦然。 
当康德或蒂里希（Tillich）询问信徒，他们是否可能真地谈论范导性的理想或终极关怀的信条，而不谈论某种
存在者的存在的时候，这些信徒有理由十分恼怒而拒绝回答。如果问物理学家这样的问题：是否认为关于电子
的陈述是真的，抑或只是在经验上是恰当充分的，他们同样会被激怒。有神论者不认为需要什么理由去解释他
们何以需要诉诸自然神学，需要分析“在”（is）的意义，或者需要在符号的存在与实际的经验之间进行区
分。因为他们已将对上帝的谈论植入了他们的生活，就像物理学家将电子的谈论植入其生活一样，同样，我们
看待金钱的态度也是如此。 
认为不存在我们要施行的所谓“同意”或“承诺”的行为，这符合我前面所勾勒的总体的人本主义立场，这种
立场使我们与对象的关系不同于单纯谈论语句（它的真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中的那个对象的关系。 
存在论承诺的思想很典型地混淆了两个方面，一是存在性的承诺，一是满足于对某种言说方式或某种社会实践
的信念表白。正如布兰顿在《使之清晰》（Making It Explicit）中正确指出的那样，存在性的承诺是这样一
种论断，它能够在“某些规范的指定者所勾画的构成性空间”⑧中为某种单一术语提供一个地址（address）。
例如，否认飞马（Pegasus）的存在就是否认“通过将说话者所占据的时空区域和飞马占据的时空区域联接起
来，就能够描画出一个连续的时空轨道。”否认福尔摩斯的姑妈范妮（Fanny）的存在也就是否认在柯南道尔的
著作中，能够把她与规范的指定者联系起来，如同能把莫里亚蒂（Moriarty）和迈克罗夫特（Mycroft）⑨联
系起来一样。对于其他的单个术语的地址来说也是这样，如整数的构成性空间就为复数提供了一个地址。 
布兰顿的思路强调了这样的事实：形而上学的话语，即存在论承诺的论述，并未给我们提供这样一个构造性的
空间。因为相关的指定者不能就规范性达成一致。相反，这种论述应该是这样一种叙述：我们在其中可以通过
各种语言实践来表达我们的喜好或厌恶，耐心或急躁。 
要想防止把指称语义学和存在论承诺联系起来，记住戴维森的主张是有用的：我们不应该将指称视为“根据非
语言的概念进行独立分析或独立解释的一个概念”。⑩他认为，指称毋宁说是一种“我们需要以真之理论来补
充的设想”。对于戴维森来说，自然语言的真之理论“至少在下述意义上并不能说明指称：它并没有直接赋予
名称或谓词与对象之间的关系以经验内容。当T语句（T sentences）被赋予经验内容时这种关系才被间接地
赋予经验内容。”如果承认一种容纳所有T语句推演的理论可以满足法因所谓的“日常指称语义学”的一切要
求，那么指称和存在论承诺之间就不再有任何关系了。对于以“我们接受感觉证据的方式”同时接受物理学和
文学批评的结果的人来说，存在论承诺的思想似乎是多余的。 
不过，法因可能会同意戴维森关于指称概念之本性的看法，也会同意我的想法，即有必要认为文学批评和物理
学以完全同样的方式产生真和指称。他下面的这些话暗示了这一点：任何接受自然存在论态度的人“不是被要
求区分真的类型、存在的样式或类似的东西，而是被要求根据中心性、信念的等级等来区分真理本身。” 
这句引语也符合法因的以下评论：“存在论态度基本上不具有这样的特征，即寻求划分科学和伪科学的明确界
限，或者倾向于把‘科学的’当作头衔，像奖品上的蓝绶带那样去授奖。”这也与他最近在就任美国哲学学会
主席的致辞中的最后一段话相一致：“整个科学领域的第一个失误在于这样的思想，即认为科学是特殊的，科
学思想不同于其他任何领域的思想。”如果我们说像“指称”和“存在论态度”这样的概念要与物理学而不是
文学批评联系起来是没有意义的，从而维护法因的这些评论，那么我们可以认为，没有人再应当为其存在论中
的东西比天地万物更多而忧心忡忡。放弃将文化划分为硬和软的两个领域也就是不再列出两份清单，其中较长
的清单包括每一个用作语句主语的术语的名词化（nominalization），较短的目录包括宇宙间的所有万事万
物。 
在结束指称和存在论承诺这个话题之前，我想再谈一点。我所引述的有关“日常指称语义学”的这段话，曾被
A.穆斯格拉夫用来嘲笑法因，因为法因自称其立场不同于实在论者。我想如果法因删去这个段落，而且就像后
来里普林（Jarrett Leplin） 所说的那样，更明确地承认存在论态度“不是不同于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另一
种哲学，而是一种至少在元哲学的层面上优先的哲学。”如果这样的话，穆斯格拉夫可能就会缺乏攻击力。里
普林正确地评价道，法因认为“科学理论为自己辩护，而且人们可以根据科学理论‘宣告’一切合法的科学哲
学问题的答案，这种思想不符合科学家们就适当的理论解释问题所展开的哲学争论而形成的富有成效的传
统。”因此我认为，法因既不该表面上接受爱因斯坦—玻尔的争论，也不应该试图复兴“存在论承诺”这样的
观念。他应该向里普林承认：“以科学事业的解释者和评判者而自居的科学哲学，特别是作为一种科学哲学的
实在论，都是多余的。” 只有我们认为由于自然科学和非属人的实在之间存在一种特殊关系而享有特权，自然
科学家接替了牧师的角色，那么我们才会感到需要这样的一种解释者、评判者和公关者。 

二 
我对法因、戴维森和布兰顿所开启的美妙而崭新的哲学前景所作的宽泛而简单的叙述就告一段落吧。接下来我
想说明为什么那些欣赏这种哲学未来的人应当对“哲学方法”以及如下哲学观念持一种怀疑的态度——即认为
哲学总是或将会处理同一种顽固的问题。我将提出16种元哲学的论题，对我自己的这种怀疑做一总结。 
论题1： 最近一次大型哲学会议的“征文通知”上提到：“20世纪哲学普遍采用的分析方法试图通过澄清陈述
的意义来解决哲学问题。”以这种方式描述20世纪哲学实为司空见惯之举，但我认为这是一种严重的误导。
“澄清语句的意义”是一种前奎因式的方式，用以描述哲学家们出于推进各自大相异趣的意图而进行的语句释
义工作。如果认为卡尔纳普和奥斯汀，戴维森和刘易斯，克里普克和布兰顿，法因和里普林，或内格尔和丹内
特（Dennett）之间的争论，起源于他们各自相信自己在某些语句中发现了不同的意义，这将是毫无意义的。这
些典型的哲学僵局并不是通过更细致而精确地澄清意义就更容易解决的。 
论题2：我刚刚提到的这些哲学家属于一个共同的学科母体（disciplinary matrix），至少可以把他们都算到
里面，而且英语世界的哲学系的大多成员都属于这个母体。我提到的这些哲学家并没有实践一种共同的方法，



将他们联结在一起的是对这种问题的共同兴趣，即“如果我们将思想与实在之间的关系这个传统的哲学问题转
变为语言与实在之间的关系，那会怎样呢？” 
论题3：达米特错误地认为这种转变表明了语言哲学是第一哲学。他对哲学基础的描述是，哲学要致力于分析
“具体的语句类型或具体的表达形式”，语言哲学家在意义本性上的发现能够引导或修正这种分析。达米特的
这种描述与分析哲学家实际运用的论证毫不相干。 
论题4：分析哲学家对于语言和实在之间关系问题的不同回答的确提供了一个划分不同哲学派别的标准，如实在
论者和观念论者就是以此划界的。但是，达米特认为，究竟世界使语句为真还是我们使语句为真，由此引起的
争论是划分早期分析哲学的两个派别的标志，但他的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毋庸说，培恩和布拉德雷，摩尔和罗
伊斯之间的区分就是表象主义的原子论者和反表象主义的整体论者之间的区分。布兰顿将后者看做主张推论主
义（inferentialism）的理论同道，他们还包括所有传统上被界定为“观念论”的人，正如表象主义者包括所
有传统上被界定为“经验主义者”的人。 
论题5：与表象主义者相比，反表象主义者没有使用一种特殊的方法，除非将“方法”这个词等同于“研究纲
领”或者“主要思想”或者“基本洞见”或者“根本动机”。而这样来使用“方法”是一种误导。“方法”这
个词应该被限定为：为解决相互竞争的论断之间的争论而就某些程序达成一致。这种程序就是以艾耶尔和卡尔
纳普为一方，以胡塞尔为另一方的哲学家们认为最近才被发现的方法。但他们都错了。内格尔和丹内特就不再
诉诸于这样一种程序，卡西尔和海德格尔对此也不感兴趣。逻辑分析和现象学都没有提出任何其创始者所设想
的那种解决哲学争论的步骤程序。 
论题6：当这种特定意义上的“方法”被用于表示“中立的决策程序”时，就不存在可以作为哲学方法或科学方
法的东西。而只有在具体的专业文化中如恒星光谱学、模态逻辑、海事法、可能世界语义学或梵语语言学之
中，才存在着一种就程序而达成的局部的和特殊的一致。不存在为地质学者和量子物理学家所共有而法学家和
文学批评家却不能使用的方法。也不存在任何为克里普克和戴维森，或者内格尔和丹内特共享的方法，他们的
方法的哲学化程度远远超过了日常论证性的交换意见（give and take），后者作为一种对话式的交流在学
科母体内外都很普遍。 
论题7：认为哲学应该踏上科学的可靠之途的这种思想十分糟糕，这与法因所嘲笑的把科学性当作头衔，像奖品
上的蓝绶带那样去授奖如出一辙。说哲学家应该形成独特的专业文化，这是一回事，但建议他们应该更像数学
家而不是法学家，更像微生物学家而不是历史学家，却是另一回事。我们可以具有专业文化而不必就解决争论
的程序达成一致。专业化的知识就是要熟悉以前的对话过程，而不是通过达成普遍的一致从这些对话中得出结
论的一种能力。 
论题8：假如20世纪的分析哲学在22世纪思想史家的著作中得到了首肯，那么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对分析哲学的特
殊的清晰性和严密性留下了印象，而是因为他们看到，沿着弗雷格的思想即我们谈论的是语句而不是思想，就
可以以新的方式梳理表象主义的原子论和反表象主义的整体论之间的老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表象就是将精神或
语言与非精神或非语言的复合体中的各个部分对应起来。这就是为什么表象主义者将伯格曼（Bergman）所谓
“语言的转向”作为恰当的焦点问题。因为思想并不是以特定的方式由彼此独立的部分组成，但语句却具有这
样的特征。因此，未来的思想史家会看到，弗雷格的名言“语词只有在语句中才有意义”为终结表象主义哲学
拉开了序幕。 
论题9：反表象主义和表象主义之间的问题并不是相互竞争的方法问题，也不是一种适当的研究生教育究竟应该
读黑格尔和海德格尔的书，还是掌握符号逻辑的问题。二者都是值得讨论的重要而有趣的话题。现在没有、而
且将来也不会有某种方法能够解决哪一个才是有趣的和重要的这个争执不下的问题。如果一个人的内心引导他
接受实在论，那么这个人就会接受表象主义及其研究纲领，严格地将复合体分析为简单的部分。如果内心引导
他走向了其他路径，那么就不会实践表象主义的纲领。 
论题10：从语源学上来说，方法的思想也就是讨论引导我们从研究的起点到终点的道路的思想。希腊词
“methodos”的最恰当的翻译是“循路而行”（on track）。因为表象主义者相信存在着不同于以特定方式被
描述的对象，所以他们极其重视描述引导主体达到客体的道路的图景。反表象主义则与此不同，他们并不是将
研究看做跨越主客体之间的鸿沟，而是在由人的行为和事物所造成的因果影响的压力下，对个体或公共的信念
和欲望进行渐进的重构。这种重构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常常会消解问题。认为哲学问题保持不变但研究方法却
在改变的思想避开了有关表象主义和非表象主义争论的元哲学问题。如果根据康德的思想而认为存在着一个在
历史的变化中保持不变的概念，而不是遵循黑格尔的思想认为概念随着历史的变化而改变，那就比较容易阐明
具体的“哲学问题”。黑格尔的历史主义与认为哲学家的工作就是澄清语句意义的这种思想并不容易达成一
致。 
论题11：反表象主义者有时被指控为试图远离哲学，就像里普林指责法因，内格尔指责我似的。但是这种指责
混淆了远离由特定的历史所决定的学科母体和远离哲学本身。哲学不是一种任何人可以随意离开的学科，它是
一团未定形的东西，其伪足（pseudopods）会将任何试图偏离的部分包入囊中。但是，如果没有人不时地以新
的面貌走出旧的学科母体，就像笛卡尔和霍布斯脱离亚里士多德传统，或者卡尔纳普和海德格尔抛开新康德主
义那样，那么颓废的经院哲学就是不可避免的。 
论题12：有时，那些走出旧的学科母体的人提供了新的哲学研究纲领，如笛卡尔和卡尔纳普。但有时他们并没
有提出新的研究路径，如蒙田和海德格尔就属于这种情况。但是研究纲领对于哲学来说并不是必需的。当然，
它们会对作为学术专业的哲学的专业化有很大好处。但是，专业化的程度越高并不就代表着理智的进步，就像
一个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并一定代表着文明的进步一样。 
论题13：专业化让原子论者拥有了相对于整体论者的优势，因此也让表象主义者拥有了相对于非表象主义者的
优势。对某些哲学家来说，他们的理论所讨论的是语言或思想的基本组成成分，以及这些组成元素是如何结合
在一起的，从而与那些认为，任何事物都相对于其语境的哲学家相比，他们的理论看起来就更加系统化、专业
化一些。整体论的哲学家认为原子论者所谓的基本原子只是不断变化的关系之网中的一些静止节点而已。 
论题14：“大陆”哲学和“分析”哲学之间的巨大分野主要是由如下事实造成的：历史主义和反表象主义在非
英语世界的哲学家中比在英语世界的同行中更受欢迎。可以容易地将戴维森和德里达，或者布兰顿和海德格
尔、黑格尔联系起来，但如果要想在一些典型的“大陆”哲学家和塞尔、克里普克、刘易斯或内格尔之间发现
共同之处就比较难了。这决不是“方法”之间的不同，而是实质性的哲学学说之间的差异，由此决定了这两个
哲学阵营之间的分野就不太可能弥合。 
论题15：耐心地完成各种研究纲领并不会带来哲学的进步。所有这些研究纲领最终都会慢慢地化为流沙而消
散。哲学的进步是由富有想象力的伟大创举带来的。像黑格尔或维特根斯坦这样来自左翼阵营的哲学家就提供
了这样富有想象力的思路，展现了深深吸引我们的哲学图景。分析传统—大陆传统这两个分野中的许多人都在



耗费大量时间等待戈多。他们希望有人会将我们从我们迟迟才认识到的独断的迷梦中唤醒，就像《哲学研究》
或《存在与时间》将我们的前辈从他们的迷梦中唤醒一样。 
论题16：对我们这些哲学家来说，等待思想领袖（guru）的出现是一件完全值得尊重的分内之事。我所谓的人
本主义一方面承认我们不会为人类同胞以外的任何事情负责任。但另一方面也承认，就像 叶芝（Yeats）的诗
句所言：“夜空中的火焰，总会把人类流脂的心灵滋养”（Whatever flames upon the night / Man's own 
resinous heart has fed）。 等待领袖就是等待人类的想象力再次燃放激情，等待提出一种我们以前没有想
到的言说方式。正如知识分子不能没有悲悯之情，哲学家也不能没有领袖，但他们不需要牧师。他们所需要的
不是这样解释自己权威的领袖：根据与某种非属人的东西的特殊关系，并且认为这种关系是在发现了跨越深渊
的正确道路之后而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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